
[image: image1.png]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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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省社科联副主席何一峰一行来我宋学研究中心视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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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9日下午，省社科联副主席何一峰、省社科联民管处处长刘东一行在校社科院副院长袁清、社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程丽的陪同下来我基地视察调研。中心主任束景南、执行主任陶然、学委会主任龚延明、中心专家关长龙陪同何副主席一行参观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室、古籍资料室、信息数据库，并就中心的管理建设和科研发展进行了座谈。

何副主席一行首先参观了龚延明教授负责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室，对研究室古雅幽静的研究环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龚延明教授的著作《宋登科记考》、《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及获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80万元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项目等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何副主席、刘东处长一行考察了中心古籍资料室、信息数据库等中心软硬件设施建设状况，充分肯定了中心自2011年以来整改建设后取得的可喜成果和焕然一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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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上，束景南教授向省社联和校社科院两级领导作了基地工作报告。他指出，宋学研究中心自2011年下半年整改建设以来，基地建设与科研水平又上新台阶。一是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并形成五大特色鲜明、涵盖领域广的宋学研究方向；二是在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加强了基地硬软件建设，扩建资料室、增购宋学图书；三是加大科研力度，成功申报多项科研项目，自2011年来中心已成功申报和主持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大提升了中心学术竞争力；四是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派中心青年学者出国访学，邀请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外国学者来中心讲学，并与台湾嘉义大学签订了全面开展互访互教、研究交流等学术合作的正式协议；五是狠抓科研精品，科研须做深、做透、做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科研开展。陶然老师补充汇报了基地建设在快速发展中，亦遇到经费不足、支持力度不够等瓶颈问题，希望省社科联进一步加大投入，努力将基地建设与地方文化发展相结合，以基地研究成果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从而获得更有力的支撑，促使基地做大做强。

何副主席听取汇报后，对于基地建设条件的改善、成熟的学术梯队、鲜明的研究方向、活跃的学术交流、影响深远的精品学术成果都深表欣慰，并期望基地加强与地方合作，推广基地成果，达到基地与社会双赢局面。

刘东处长亦对基地新面貌和中心各位老师齐心建设基地的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她在未来学术成果标识、广纳兼职研究人员以及基地考核等方面为基地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意见。
台湾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我中心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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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7月3日下午两点，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所会议室，台湾国立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浙江大学古籍所以及我宋学研究中心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以促进两系所教师、学生、学术与研究资料等的交流发展。台湾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前主任蔡忠道、现任主任苏子敬、宋学研究中心主任束景南、宋学研究中心教授龚延明、董平、孔令宏等也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所长贾海生主持。
会上，贾海生教授首先对浙江大学古籍所与我宋学研究中心的师资力量、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作了简要介绍。他指出，浙江大学古籍所与我宋学研究中心在宋学以及汉语史等研究领域师资力量雄厚，成果颇丰，这对于与嘉义大学中文系进行合作交流有着良好的学术基础。

 随后，蔡忠道教授对国立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作了详细介绍。他介绍，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现设有大学部、硕士班以及硕士在职专班各一班，拥有专任师资19位，其中教授5位，副教授10位。该系每年轮流举办两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小说戏曲国际研讨会和宋代学术国际研讨会。并创办了品质颇高的《嘉大中文学报》。

对于双方如何深入合作交流，束景南教授强调，要从学术科研与教学互助两方面深入开展合作交流活动。随后与会各位老师对双方交流合作方式进行了细致深入探讨，最终对于合作交流方式与内容达成了以下共识：1.互换学生：每年双方各选派一至三名优秀学生交流学习；2.专任教师交流：每年双方各选派一至二名专任教师进行教学研究交流；3.合办国际学术会议；4.组织学术访问团互访；5.出版物暨书籍共享交流等。

 最后，本次会议在双方教师代表签订双方交流合作协议书中成功落下帷幕。
龚延明教授应邀参加“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
2012年6月19日至22日由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际汉学会议”十年举行一次，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本届国际汉学会议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协办。

 除台湾、大陆之外,此次应邀参加的世界各国专家共有168位,注册与会的学者为3000多人,规模盛大。本届会议是一次文史哲、考古学、民族学、台湾学、海洋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的一次国际学术大交流、大检阅。

 龚延明教授是史语所“近世中国的转捩点”议题邀请的大陆五位历史学家中的一位。他在会议上作了《宋代登科人初授官考论》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对龚教授的论文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

  会议期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还专为浙大龚延明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安排了以“史学研究新工具”为主题的专场报告会。龚延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精英人物数据库及其检索》的报告，并用PPT演示了具体的检索操作方法。包弼德教授作了CBCD（中国古代人数据库）的输录与使用报告,也进行了使用方法的演示。这是史学研究朝着数字化发展的两项重大创新成果，期待着能早日完成，以为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学在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科研成果

本中心教授龚延明著《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后，8月18日，在北大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国内与知识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以及《杭州日报》等 ，纷纷进行了报道。浙江省社科联民管处处长刘东为龚延明教授的两本著作亲笔作了“《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推介”。9月1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北大名教授汤一介、乐黛云，发表了联合署名的题为“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创举”的书评。9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版”以半个版面发表了题为“从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标杆性成果”的“龚延明《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侧记”。

这是历史学家担当普及历史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期简报特予以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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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推介

·省社科联民管处处长刘东·

《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宋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著。该书是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中的两卷，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在《诗说中国史》中，作者承继诗与史的中国文化传统，采用古诗五言体的形式，通过再现重要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用“融会诗与史，贯通五千年”的形式与内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读。《诗说先秦史》叙述了上古神话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兴起与衰亡的历史。《诗说两宋史》叙述了北宋、南宋各自兴起与衰亡的历史。写作虽采用叙事诗方式，但其内容严格地依照历史事实，并一一注明所述史实的资料出处和原文，可供查证或进一步研究。这一体例，既适合具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读者，也适合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阅读参考。书中还配有历史插图，不但有助于读者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也增添了历史形象的美感。

这是一套面向大众进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传播的普及性著作。作者将“史”与“诗”结合，将上下五千年，内容博大、深邃的中国历史用朗朗上口的诗歌的形式，提纲挈领、简洁明快地推向社会，是普及华夏悠久而辉煌历史的一种创新的表现方式和体例。面对深邃而悠久的中国历史，作者不仅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予以清楚表达，而且做到勾勒简明、语言清晰、层次分明。如《诗经》的发展历史很长，其中含纳了很多知识，很难概括，但是在《诗说先秦史》中，作者用非常顺口的诗句进行了汇总，如“周朝有行人，职事系在身。随身携木铎，边走边摇铃。好诗即上闻，报至天子听。总集三百篇，大名即《诗经》。”与民间口头文学完全一致。可以说，《诗说中国史》将全部历史用诗予以描述，开创了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文体、新形式，是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一个创举。

这是一套植根于史实、富于学术性的著作。作者作为我国在宋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所撰写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虽采用了文学诗歌的语言，但依据事实、有根有据，尊重历史、不搞“戏说”。看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如对先秦诸子的认识与解读，对《诗经》、《楚辞》的理解和阐释，都需要史学、文学、哲学这三大学科深厚的学术功底。《诗说中国史》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如在《诗说先秦史》中，体现了作者的战争观、统一观和对先秦诸子的认知；在《诗说两宋史》中，体现了作者对两宋的和与战、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忠与奸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碰撞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正义感与进步史观。

可以说，《诗说中国史》是将事实的历史与具有创新形式的叙述历史相结合的范例。如《诗说先秦史》对老子与孔子及道、儒关系的追踪，对《诗经》、《楚辞》意义的探索等，进行了准确简明的描述。对复杂的宋朝三百年历史，《诗说两宋史》叙述清晰，言之成理、事出有据。在8月18日于北京大学举行的“《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这一由历史学家开拓大众历史新路径的成果，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中文系教授乐黛云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专家学者，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出版报》等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项跨学科的成果，是一种高雅文化的引领，是一件造福百姓、造福文化的工作，在普及诗歌和普及历史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在当代文化需求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是具有文化创新意义、开拓性的大众历史之成功佳作。大家一致认为，《诗说中国史》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基本教材，且雅俗共赏、富有可读性，是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一项标杆性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刊用稿：
从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标杆性成果

——龚延明《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侧记

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撰写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中的两卷。此一由历史学家开拓大众历史新路径的成果，在８月18日于北大举行的“《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一项标杆性成果。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专家学者，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出版报》等媒体主编、编辑二十余人。

在会上发言的有蜚声中外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乐黛云，清华大学傅璇琮等先生。与会专家在座谈会中指出：一百余年来，我国已出版了130多部《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从学术研究层面解读中华五千年历史，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革。社会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学术型的《中国通史》已与社会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产生几许断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在联合发言中指出：“目前文化发展事业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精英的工作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好像完全是脱钩的，精英所做的事情越来越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提高全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精英们却很少关心。所以在老百姓中泛滥的是所谓的‘戏说’，甚至有的电视剧不忍目睹，实在是有点太出格了。这些扭曲历史、缺乏历史知识、甚至伪造历史的文化产品，到底给老百姓灌输什么？让人民大众学习什么、得到什么精神上的提高和享受？”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中产生的严重问题。

他们接着又说：“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历史普及的工作、大众文化提高的工作。必须要有学问的，尤其是顶尖的学者来做大众文化传播的工作。历史学家龚延明，在宋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是顶尖的人物，能够放下身段，担当大众迫切需要的历史普及工作，撰写《诗说先秦史》、《诗说说两宋史》，做了一件造福于百姓的工作、造福于文化的工作。”

在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也就是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向世界。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希清教授特别引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席许嘉璐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中华文化要走向民间，走向世界”。但这不等于把历史简单化、庸俗化，可以粗制滥造。相反，对历史学家提出“深入淺出”的高标准、严要求。要做到深入淺出，历史学家需要处理好两个层次的关系，即事实的历史，与叙述的历史关系。事实的历史，是指历史学家的学术积累，对中国历史的深度把握，包括其历史观、历史文献掌握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消化，以及对中国历史识发展的正确解读。这就是“深入淺出”的“深”。所谓“淺出”就是叙术历史的通俗性。“淺出”的前提是“深入”。现在图书市场上，不是完全没有通俗的历史读物，但多是二手货、现抄现卖，缺乏历史真实性、学术的严肃性。谈不上“深入”。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浙江大学教授何俊指出：“作为国内顶尖的历史学专家龚延明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研究，其笔耕不辍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宋代以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把文化的传承、普及、大众化作为自己的使命，龚先生作《诗说中国史》即是很好的传承了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十分值得学习。 “国学热”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大批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有的人通过讲座，有的人通过讲学，有的人通过一般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龚先生找到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表现方式，通过文学诗歌的语言叙述历史。叙述的历史是多样的，以前多以写著作、写论文这样一种固定的方式在体现，而现在龚先生用诗歌来表现中国历史，虽然载体比较古老，但是可能更切合现在的大众文化传播的需要。

从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看，龚先生是很用心的，一方面表现在坚守了严格的学术，坚守实学，并不是戏说，完全基于其对历史资料的把握，所以在必要的地注明出处。全书主要使用原始文献，也适当引用了现代人的研究著作，表明其在创作的时候不仅基于一手文献，还努力反映当代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写作果过程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值得现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学习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作非常不容易，因为就一部中国史来讲，内容非常博大、深邃，所以用哪些语句表现漫长的历史是非常不易的。具体而言，怎样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中国历史说清楚，怎么样做到勾勒简明、语言清晰、层次清楚，都体现了龚先生的深厚史学功底、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显然，没有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要做深入淺出的大众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给我们的启示。

座谈会专家发言中，就“深入”之“深”，作了进一步讨论，指出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淺出，不但需要提供真实的历史，还需要正确的历史观，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汤一介、乐黛云教授直言：“反映正确的史实，要有进步的历史观，才称得上正确的史实。《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从《诗说先秦史》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战争观、统一观、和对先秦诸子的认知；从《诗说两宋史》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两宋的和与战、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忠与奸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碰撞，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正义感与进步史观。我们经常注意南宋历史。临安的文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南宋虽是亡国之君、偏安一隅，而南宋的社会发展却对中国历史非常重要。龚先生《诗说两宋史》用进步的历史观，简明扼要地总结宋朝历史，无可挑剔。”

大家进而谈到：在“深入”基础上，如何“淺出”呢？与会者认为：《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承继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叙述历史形式，使读者读史能朗朗上口。这种通俗地表达历史的形式，适合大众的口味。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说：“从这个意义上看龚先生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它既是史学的一种启蒙、一种大众化，同时又是一种诗学的启蒙，一种高雅文化的引领。而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乐黛云教授当场联系到《诗说先秦史》中有关《诗经》的阐述。她说：“《诗经》的发展历史很长，其中含纳了很多知识，很难概括，但是在《诗说先秦史》书中，作者用非常顺口的诗句进行了汇总，如“周朝有行人，职事系在身。随身携木铎，边走边摇铃。好诗即上闻，报至天子听。总集三百篇，大名即《诗经》。” 与民间口头文学完全是一致的，不用看字，只听就明白其中表达的意思。真正通俗的东西，真正大众化的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可以说，《诗说中国史》“融会诗与史，贯通五千年”，是弥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断裂的鸿沟、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一个范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认为：“用韵文解读中国历史在中国有传统，如《三字经》、《千字文》。《诗说中国史》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巧妙地选择五言诗解读中国历史，上下贯通，这是龚先生的一个创造。《三字经》等仅仅是简单的萌芽状态，《诗说中国史》则做到全部历史用诗予以描述，开创了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文体、新形式。在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征途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认为：“《诗说中国史》在普及诗歌和普及历史方面均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座谈会中，大家谈到了《诗说中国史》，作为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尝试，实际是对“文、史、哲”的回归，是一项跨学科的成果。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苏生文说：“像《诗说中国史》中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这样看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如对先秦诸子的认识与解读，对《诗经》、《楚辞》的理解和阐释，这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底，而且是史学、文学、哲学三大学科跨学科的学术功底。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琮在座谈会最后总结说：“《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是一次学术会议。专家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用历史学家用诗歌形式来写中国通史，龚延明先生的《诗说中国史》是第一部著作。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是具有文化创新意义的、开拓性的大众历史之成功之作。《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的出版，和以后整套《诗说中国史》书出来，符合中央“加强历史知识的宣传普及”的指示，为读者提供一部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基本教材，且富有可读性和广泛的读者覆盖面，达到雅俗共赏。在当代文化需求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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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2“文化周刊”专栏：
弥补精英历史与大众历史断裂的创举

——评龚延明《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

•北京大学　汤一介　　乐黛云•
我们非常看重《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这是个非常大的创举。

目前文化发展事业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精英的工作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好像完全是脱钩的，精英所做的事情越来越窄，虽然也是必要的，但不能绝大这部分都来做这些事情。如果很多的人来做很小很小的题目，那大的事情谁来做呢？尤其是怎样才能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提高全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人做，没有人真正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在老百姓中泛滥的是所谓的“戏说”，甚至有的电视剧不忍目睹。虽然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要求一些文艺作品，但是有的实在是有点太出格了，而且通过这些给老百姓灌输什么，让大家学习什么，让大家得到什么精神上的提高和享受，都不太有的。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普及的工作、大众文化提高的工作，但是很多有学问的人不愿做，觉得是小菜一碟，没有太大的价值，不能传之久远。但是真正在做大众普及的人所拥有的知识又实在太过有限，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是不清楚的。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脱钩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必须需要有学问的，尤其是顶尖的学者来做大众文化传播的工作。龚先生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让我们很感动，书中每句话都有出处，旁边还有注释，并不是随便信口来讲的。龚先生在宋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是顶尖的人物，能够放下身段做造福于百姓的工作、造福于文化的工作，我们是非常敬佩的。

文、史、哲在中国原来是不分的，是合在一起的。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文史哲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目前，西方也在回归文、史、哲跨学科的研究，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在当前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做到使文、史、哲相互沟通，相互打通，将文史哲重新汇集在一起，并运用现代的手段，通过媒体、通过绘画，造福国内外大众，尤其是孩子。龚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是走在最前列的。1990年，主编过一部《绘画本中国通史》（六卷本），这套书影响很大。我的在国外的孙子很爱看，连带中文、历史一起看。

现在，龚先生又向前跨出了一歩，将诗与史结合在一起，撰写一套《诗说中国史》（八卷本），份量很大、内涵富于学术性。龚先生从一开始就将绘画、诗歌与历史本身结合在一起了，的确是一个创举。希望古籍出版社在出了《诗说中国史》以后，出版诗、画、史结合在一起的图书，可采用小开本，走简装、平价路线。不但在中国，也可造福广大华侨子弟。因为读者不应单单只在国内，国外还有广大的华侨子弟。国外华侨子弟的传统文化教育正是缺少一个简明易懂的范本，目前所出图书，不是太深，就是太厚，很难读，自然不能引起相关读者的阅读兴趣。《诗说中国史》中的插图非常漂亮，非常好，利于阅读。

历史本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的历史，另外一个层次是叙述的历史。叙述的历史与作者的观点、掌握资料的多少、取舍、重点有很大关系，怎样取舍，怎样详略，不同的作者写的都是不一样的。最好两个层面有个交叉点，虽然那是叙述的历史，但是必须要依据事实，要有根有据。龚先生对此做得比较好。他所撰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所述历史有根有据，正确地反映历史，不是隨便说说，这是对事实历史的尊重。更值得称道的是，用五言诗来敘述，琅琅上口，不枯燥，显得活泼。并非文献类的读物。可以说，《诗说中国史》是将事实的历史与具有创新形式的叙述历史两者相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

就说《诗说两宋史》吧，宋朝三百年历史那么复杂，该书的诗说两宋历史，却非常清晰，言之成理、事出有据，也没有什么硬伤。如果没有顶尖的学术修养，是写不出来的。

有正确的事实，有进步的历史观。反映正确的史实，要有进步的历史观，才称得上正确的史实。《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从《诗说先秦史》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战争观、统一观、和对先秦诸子的认知；从《诗说两宋史》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两宋的和与战、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忠与奸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碰撞，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正义感与进步史观。我和汤先生经常注意南宋历史。临安的文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南宋虽是亡国之君、偏安一隅，而南宋的社会发展却对中国历史非常重要。龚先生《诗说两宋史》用进步的历史观，简明扼要地总结宋朝历史，无可挑剔。

《诗说中国史》用五言诗叙述，中国通史的创造性文体，使读者读史能琅琅上口。《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有重点地选择历史事实予以诗化表述，既符合历史真实、具有合理性，又能通俗地表达历史。真正的大众历史，就应该是这样。而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如对《诗经》的阐述，《诗经》的发展历史很长，其中含纳了很多知识，很难概括，但是在书中龚先生用非常顺口的诗句进行了汇总，如“周朝有行人，职事系在身。随身携木铎，边走边摇铃。好诗即上闻，报至天子听。总集三百篇，大名即《诗经》。” 与民间口头文学完全是一致的，不用看字，只听就明白其中表达的意思。真正通俗的东西，真正大众化的东西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诗说中国史》形式非常好。

　　在这里，我们衷心祝贺《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的出版，并期待全套《诗说中国史》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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